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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碳中和”的城市协同路径研究

———基于 “碳达峰”异质性的门限模型

曲　越，秦晓钰，汪惠青，夏友富

摘　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氧化碳 （ＣＯ２）排放逐渐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环境

问题，本文在中国碳核算数据库 （ＣＥＡＤｓ）的基础上，通过拓展的ＥＫＣ曲线探究了中国２４７个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路径问题。研究表明：人均ＧＤＰ对城市ＣＯ２ 排放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非对称倒 “Ｕ”型关系，碳达峰

点后的ＥＫＣ曲线趋势较缓。城市异质性研究发现：（１）能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是中国ＣＯ２ 排放的主要来源，

受工业结构的制约，这两类城市需要在经历两阶段碳排放不断增长的趋势之后，才能实现碳达峰目标； （２）

轻工业型、技术型和服务型三类城市均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末期实现了碳达峰目标，之后两阶段ＣＯ２ 排放

开始呈现递减趋势；（３）技术型城市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增长和ＣＯ２ 排放之间的关系，轻工业型城市维持了经

济发展的低碳运行，人口集聚使服务型城市面临严峻的生活领域碳排放问题。因此，中国 “双碳”目标的实

现需要积极探索城市间的协同路径，发挥北京和上海等城市的技术引领和辐射作用，推动轻工业城市的绿色

高效发展，使能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加速完成产业转型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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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居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与此同时，
温室气体排放正逐渐成为人类面临的重大环境问题。数据显示，近２０年全球ＣＯ２ 增加了４０％，

２０１９年全球碳排放量达到创历史新高的３４３．６亿吨，２０２０年中国碳排放量达到９８．９９亿吨，占全
球的３０．７％，ＣＯ２ 的减排和治理已迫在眉睫。针对这一全球性环境问题，世界近２００个国家和地
区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共同签署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ＵＮＦＣＣＣ），具有法律效力的 《东京
议定书》和 《巴黎协议》也相继出台，在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背景下，２０２０年在第７５届
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国际社会做出承诺，中国力争ＣＯ２ 排放２０３０年前达到峰值、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规划和２０３５远景目标》进一步提出，中国到２０３５年要在碳达峰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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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 排放的稳中有降，基本形成绿色和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２０２１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和 《２０３０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的通知》
相继出台，把 “双碳”目标纳入国家发展全局，加快经济的绿色低碳转型和高质量发展。
然而，受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

性，这种不平衡同样体现在ＣＯ２排放上，国家在 “十四五规划”中也明确鼓励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制定
碳达峰行动方案，有条件的地方率先达峰。那么，具有不同经济发展特征的地区和城市，其差异化碳
达峰路径是怎样的？在碳中和目标的实现过程中如何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不同地区和城市在碳中和

中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在中国致力实现 “双碳”目标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各
地区和城市需要群策群力，通过技术交流、要素互补和产业合作共同实现 “双碳”目标。

二、文献综述

随着世界各国对气候变化的日益关注，ＣＯ２ 排放的研究也逐渐增多，碳排放核算成为被首先关
注的问题。孙建卫等基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ＩＰＣＣ）的温室气体清查方法，建立
了中国碳排放估算体系［１］。Ｓｈａｎ等在ＩＰＣＣ的基础上将碳排放的测算拓展到省级层面，采用直观能
源消耗方法和更新的排放因子计算中国省级ＣＯ２ 排放［２］。Ｍｉ等将ＣＯ２ 测算理论拓展到城市层
面［３］，Ｓｈａｎ等进一步按照ＩＰＣＣ地域排放核算方法对排放清单进行重新编制，并基于能源平衡表提
出中国城市ＣＯ２ 排放清单的构建方法［４］。另外，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也被逐渐应用到碳排放的研究
中，王文举等指出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排放了大量的ＣＯ２［５］，Ｚｈｅｎｇ等认为西南和中部
的崛起推动了中国贸易隐含碳的增加［６］。
在碳排放核算方法的创新过程中，与ＣＯ２ 排放有关的经济和社会因素逐渐受到重视。首先，

能源消费和工业生产是ＣＯ２ 排放的主要来源，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与碳排放呈现直接的相关关
系［７］，人均ＧＤＰ增长是ＣＯ２ 排放持续增加的最大驱动因素，Ｐａｎａｙｏｔｏｕ首次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ＥＫＣ）来描述人均收入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８］，ＥＫＣ曲线同时也从经济发展水平的角度解释了
中国区域ＣＯ２ 排放不均衡的原因［９］；其次，人口集聚和消费升级使居民在生活中产生的ＣＯ２ 稳步
上升，生活领域碳排放的快速增长已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１０］，城市化过程中带来的交通工具数量
上升和人口大量聚集正对全球气候变暖产生重要影响［１１］；最后，国家的环保和低碳政策对ＣＯ２ 排
放同样起到引导作用，政策变量是ＥＫＣ曲线拓展研究的重要外生变量［１２］，而区域禀赋、技术进步
和产业结构也会对碳排放产生一定影响［１３］。
随着 《京都议定书》的逐渐履行和 《巴黎协议》的签订，世界各国开始探索合理的碳达峰路

径，并制定了一系列碳中和的战略规划。在碳达峰路径研究领域，涂正革指出技术进步推动能源强
度下降是中国减少碳排放的核心动力，促进节能技术与工艺创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实现中国低
碳发展的必经之路［１４］，“双碳”目标的具体实施还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和区域碳减排的
协调性［１５］［１６］；在碳中和路径研究领域，毛显强等指出生态补偿是一种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的环境经
济手段，补偿支付者和接受者、补偿强度以及补偿渠道等核心问题的解决是关键［１７］，伏润民等认
为中国财政分权体制下生态转移支付为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提供了激励创新政策工具［１８］，张希良等
认为碳定价机制将在碳中和中发挥关键作用，为低碳、零碳和负碳技术创新以及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有效激励［１９］。此外，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已成为中国节能减排的重要环境规制手段［２０］，陆地碳汇被
视为燃料转换和减少化石燃料使用的低成本替代品，碳减排商品化和氢经济发展也逐渐进入碳中和
方法和路径的讨论范畴［２１］。
综上所述，有关 “双碳”方面的国内外研究有了一定的积累，但城市层面碳排放核算方法的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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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核算数据的应用还需要深化，中国城市层面ＥＫＣ曲线的具体形态还有待验证，处于不同经济
发展阶段、具有不同产业结构特征的城市群体，如何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合理的碳达峰和碳中和路
径也需要研究和探讨。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１）将碳排放的测算从省级
拓展到城市层面，下沉了碳排放测度的空间尺度，使碳排放测度结果较为科学全面； （２）放宽了

ＥＫＣ曲线的基本假设，拓展了ＥＫＣ曲线在中国城市层面的适用性，并将门限阈值思想融入碳排放
机制的研究中，研究方法更加合理；（３）采用ＰＳＴＲ模型对碳排放的阈值点进行平滑转换处理，使
碳达峰异质性路径的研究更加贴近经济发展现实；（４）从效率与公平的视角，提出中国 “双碳”目
标实现的城市协调路径，为区域经济和环境经济的交叉研究提供新的思考。

三、理论机制

（一）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ＣＯ２ 作为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产物，其排放数量的变化也逐渐成

为衡量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指标。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经济快速增长的同
时，ＣＯ２ 排放呈现快速攀升趋势，此阶段的ＣＯ２ 排放与经济增长呈现直接的正向关系，伴随着环
境问题的日益恶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ＣＯ２ 排放在第二阶段的增长速度逐渐趋缓，在经济发展
的高水平阶段，ＣＯ２ 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较为明显的负相关系，碳排放与经济社会之间实现
了和谐发展的目标。
经济增长与ＣＯ２ 排放之间的关系存在多重作用机制。首先，从经济增长方式角度来看，经济

增长方式越合理，ＣＯ２ 排放量越小，在经济发展初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对增长速度的追求使经
济增长建立在大量资源和要素投入的基础上，当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时，经济从单
纯的高数量和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ＣＯ２ 排放将达到峰值，并逐渐下降，经济增长方式和增
长理念的变化直接决定了碳排放的规模［１２］；其次，从产业结构视角来看，产业结构的合理与否也
直接决定了ＣＯ２ 排放量，产业结构从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演变过程，也是碳排放从快速增长
到增速放缓再到逐渐下降的转变过程，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也导致了区域、省际和城市间碳达峰时间
和路径的异质性［２２］；再次，从技术进步方面来看，技术进步决定了碳排放的强度，经济增长模式
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都离不开技术进步的推动，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传统能源和电力等高
耗能产业的增长效率，同时也为太阳能、风能和氢燃料等新兴能源产业的兴起提供了重要支撑，技
术进步的速度和水平与ＣＯ２ 排放息息相关［１０］。
综上所述，ＣＯ２ 排放与经济增长在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直接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进步三种机制发挥着作用，在现实研究的过程中，往往采用

ＥＫＣ曲线来描述和刻画环境质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ＥＫＣ曲线也是本文研究的机制基础，该
曲线国别层面的基本公式为：

Ｙｉｔ＝αｉ＋βｉＸｉｔ＋β２ｘ
２
ｉｔ＋β３ｘ

３
ｉｔ＋β４ｚｉｔ＋εｉｔ （１）

其中，Ｙｉｔ表示国家ｉ在ｔ时期的ＣＯ２ 排放数量，Ｘｉｔ表示国家ｉ在ｔ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Ｚｉｔ表
示影响国家ｉ在ｔ时期ＣＯ２ 排放的其他解释变量，如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等。

（二）ＥＫＣ曲线的拓展
ＥＫＣ曲线在实际应用中也在不断地拓展和完善。一方面，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

和环境质量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应用具体国别数据进行ＥＫＣ关系验证时，还需要考虑政策、人口、
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面的因素，同时，区域和城市层面的不均衡发展也为ＥＫＣ机制的研究增加了
异质性方面的难度；另一方面，ＥＫＣ曲线本身的公式和基准研究也存在一定不足，一般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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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ＫＣ曲线标准形式固化地将环境质量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确定为二次项或三次项的参数估
计形式，但现实情况中，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之间呈现的倒 “Ｕ”型或者倒 “Ｎ”型关系并不
规则［７］，更多的ＥＫＣ曲线并非严格的中间对称型，且拐点转换速度和转换趋势也呈现多样化的特
征［２３］。
本文从ＥＫＣ曲线的不足和中国城市层面的经济发展现实出发，对ＥＫＣ曲线进行了拓展。考虑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碳排放水平的阶段性特征，放宽ＥＫＣ曲线的拐点对称假设，不再
机械地将ＥＫＣ曲线设定为二次或三次项的固化形式，将对称拐点退化为一般性两阶段之间的平滑
拐点，将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随机化处理，分阶段来描述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
之间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不同阶段拐点的平滑转换关系，引入转换函数对不同阶段的曲线特征进行
衔接，最终确定ＥＫＣ曲线的具体形状和转换趋势，更大限度上描述和分析经济与环境之间的现实
关系和一般规律。因此，在公式 （１）的基础上，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质量之间的多阶段关系刻画
如下：

Ｙｉｔ＝
β１Ｘｉｔ＋β４Ｚｉｔ　　　　　　　　ｉｆ　Ｘｍｉｎ＜Ｘｉｔ≤ｃ１

β１Ｘｉｔ＋β２Ｘｉｔ＋β４Ｚｉｔ ｉｆ　ｃ１＜Ｘｉｔ≤ｃ２

β１Ｘｉｔ＋β２Ｘｉｔ＋β３Ｘｉｔ＋β４Ｚｉｔ ｉｆ　ｃ２＜Ｘｉｔ≤Ｘ
■

■

■ ｍａｘ

（２）

式 （２）中，ｃ１ 和ｃ２ 为ＥＫＣ曲线的两个拐点，鉴于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之间关系的连续性特
征，进一步对拐点按照不同阶段之间的变化速度ω进行平滑连续处理，将影响ＥＫＣ曲线趋势和形
状的核心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Ｘｉｔ）作为转换变量Ｑ，并进行滞后一期处理 （Ｘｉｔ－１），同时引入阈值
ｃ的平滑转换函数Ｇ （Ｑ；ω，ｃ），改进后的二阶段ＥＫＣ曲线表达式为：

Ｙｉｔ＝α０＋β１Ｘｉｔ ［１－Ｇ
１ （Ｑ；ω１，ｃ１）］＋β２ＸｉｔＧ

１ （Ｑ；ω１，ｃ１）＋β３Ｚｉｔ＋εｉｔ （３）
进一步，三阶段的ＥＫＣ曲线表达式为：

Ｙｉｔ＝α０＋β１Ｘｉｔ＋β２ＸｉｔＧ
１ （Ｑ；ω１，ｃ１）＋β３ＸｉｔＧ

２ （Ｑ；ω２，ｃ２）＋β４Ｚｉｔ＋εｉｔ （４）
其中，转换函数Ｇ （Ｑ；ω，ｃ）取对数形式，取值为０和１，即：

Ｇｉ （Ｑ；ε，ｃ）＝ ｛１＋ｅｘｐ ［－ωｉ （Ｑ－ｃ）］｝－１　ωｉ＞０ （５）
各式中，ωｉ为ｉ阶段转换函数的转换速度，ｃｉ 为ｉ阶段转换变量的位置参数，Ｑ为转换变量。

当Ｘｉｔ处于最小值和ｃ１ 之间时，Ｇ１＝０，Ｇ２＝０，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质量之间呈现单一线性关系，
影响度为β１；当Ｘｉｔ处于ｃ１ 和ｃ２ 之间时，Ｇ

１＝１，Ｇ２＝０，Ｘｉｔ与Ｙｉｔ之间呈现 “Ｕ”型或者倒 “Ｕ”
型关系，二阶段影响度变为β１＋β２；当Ｘｉｔ处于ｃ２ 和最大值之间时，Ｇ

１＝１，Ｇ２＝１，ＥＫＣ曲线呈现
“Ｎ”型或者倒 “Ｎ”型趋势特征，三阶段影响度进一步转变为β１＋β２＋β３。

四、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一）城市级碳排放的核算
目前，国别层面的碳排放主要由各国统计局或国际机构依据ＩＰＣＣ的清单指南和能源统计数据

进行估算，这一层面的数据相对夯实，而城市层面碳排放核算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各地区的差异
性，同时城市层面数据的获取对统计准确性和处理技术性要求更高，因而目前城市层面的碳排放核
算数据较少。本文依据ＣＥＡＤｓ编纂的中国城市级碳排放清单，整理计算出中国２４７个代表性城市
的ＣＯ２ 排放量。
一般而言，ＣＯ２ 排放的核算包括两部分：能源燃烧相关排放 （ＣＯ２ｅｎｅｒｇｙ），以及工业生产过

程排放 （ＣＯ２ｐｒｏｃｅｓｓ）［２４］。根据ＩＰＣＣ发布的清单编制指南，ＣＯ２ 排放量等于不同能源参数下
（ＮＣＶ、ＥＦ、Ｏ）活动水平数据 （ＡＤ）乘以排放因子 （ＥＦ）。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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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２ ＝ＣＯ２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２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ｉ
∑
ｊ

（ＡＤｉｊ×ＮＣＶｉ×ＥＦｉ×Ｏｉｊ）＋∑
ｉ

（ＡＤｔ×ＥＦｔ） （６）

其中，ＡＤｉｊ表示行业ｊ使用能源ｉ的数量，ＮＣＶｉ表示能源ｉ的排放净热值，ＥＦｉ表示能源ｉ的
排放因子，Ｏｉｊ表示行业ｊ使用能源ｉ的氧化效率。ＡＤｔ表示工业产品ｔ的产量，ＥＦｔ表示产品ｔ的
排放因子。根据ＣＥＡＤｓ的方法，通过收集能源平衡表、工业分行业能源消费数据、工业产品产量，
以及地级市的人口、ＧＤＰ、重点工业行业产值等社会经济指标，计算出城市尺度的ＣＯ２排放量。

（二）ＰＳＴＲ模型
通过对ＥＫＣ曲线的分析和拓展可知，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ＣＯ２ 排放的增长呈现差异化的多

机制特征，同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之间呈现连续转换的关系，鉴于此，本文选用面板平滑转化模
型 （ＰＳＴＲ）来分析中国城市经济发展和ＣＯ２ 排放的非线性关系。ＰＳＴＲ模型的基本公式为：

Ｙｉｔ ＝α＋β０Ｘｉｔ＋∑
ｎ

ｋ＝１
βｋＸ

ｋ
ｉｔＧｋ（Ｑｉｔ；ω

ｋ
ｊ，ｃ

ｋ
ｊ）＋εｉｔ （７）

转换函数Ｇｋ （Ｑｉｔ；ωｋ，ｃｋ）为：

Ｇｋ（Ｑｉｔ；ωｋｊ，ｃ
ｋ
ｊ）＝ ｛１＋ｅｘｐ［－ω

ｋ
ｊ∏

ｍ

ｊ＝１

（Ｑｉｔ－ｃｋｊ）］｝－１　ωｊ＞０ （８）

式中，Ｘｉｔ是解释变量，包含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两部分，Ｙｉｔ是被解释变量，β为自变量的
解释系数，Ｇｋ （Ｑｉｔ；ωｋ，ｃｋ）是转换函数，采用对数函数形式，核心解释变量会在不同的阶段受到
转换函数的影响，Ｇ在 ［０，１］之间连续有界，ｋ为转换函数Ｇ 的个数，取值为 ［１，ｎ］，Ｑｉｔ是转
换变量，是非线性机制存在的引导变量，ω是平滑转换参数 （ω＞０），ω越大意味着模型以越快的
速度完成机制之间的转换，反之亦然，ｃ为门限阈值，即位置参数，是机制之间的转换拐点，且
ｃ１≤ｃ２≤…≤ｃｚ，εｉｔ是满足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干扰项序列，ｊ是位置参数ｃ的个数，取值为 ［１，ｍ］。

（三）变量选择
ＣＯ２ 排放除了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之外，还受到产业结构、人口密度等因素的影响，产业结构

水平越合理的城市，ＣＯ２ 排放相对越低，第二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与ＣＯ２ 排放有直接关
系［２５］，另外，常住人口密度的高低也从生活层面影响着ＣＯ２ 的排放规模［２６］。鉴于此，在公式 （７）
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城市层面的ＣＯ２ 增长模型：

ＣＯ２ｉｔ ＝α＋β０１ＰＧＤＰｉｔ＋β０２ＩＰｉｔ＋β０３ＰＯｉｔ＋∑
ｎ

ｋ＝１

（βｋ１ＰＧＤＰ
ｋ
ｉｔ＋βｋ２ＩＰ

ｋ
ｉｔ＋βｋ３ＰＯ

ｋ
ｉｔ）＊Ｇｋ（Ｑｉｔ；ω

ｋ
ｊ，ｅ

ｋ
ｊ）＋εｉｔ

（９）
转换函数Ｇｋ （Ｑｉｔ；ωｋ，ｃｋ）为：

Ｇｋ（Ｑｉｔ；ωｋｊ，ｃ
ｋ
ｊ）＝ ｛１＋ｅｘｐ［－ω

ｈ
ｊ∏

ｍ

ｊ＝１

（Ｑｉｔ－ｃｋｊ）］｝－１　ω＞０ （１０）

转换变量Ｑｉｔ为：

Ｑｉｔ＝ ［ＰＧＤＰｉ，ｔ－１］ （１１）
被解释变量ＣＯ２ｉｔ表示城市ｉ在ｔ年的ＣＯ２ 排放量，数据来源于ＣＥＡＤｓ的ＣＯ２ 排放清单子库。

三个核心解释变量中，经济发展变量ＰＧＤＰｉｔ表示城市ｉ在ｔ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通过
２００５年不变价格计算整理后获得，单位为万元，产业结构变量ＩＰｉｔ表示城市ｉ在ｔ年的工业生产总
值占比，人口变量ＰＯｉｔ表示城市ｉ在ｔ年的常住人口密度，单位为百人／平方公里，三个变量数据
均来源于中国各城市历年 《城市统计年鉴》。考虑到ＰＧＤＰ与ＣＯ２ 之间的连续作用关系，同时为了
降低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模型转换变量ＰＧＤＰｉｔ－１选取的是人均ＧＤＰ的滞后一期数据。

（四）数据描述性统计
基于中国城市ＣＯ２ 数据的可得性，在ＣＥＡＤｓ数据库的基础上，选取２００５至２０１７年共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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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模型的时间跨度，选取中国２４７个代表性城市为模型的研究对象，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对个别数据
的缺失问题采取了递归处理，最终模型３　２１１个样本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如表１所示。

表１　ＰＳＴＲ模型的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指标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ＣＯ２ （百万吨） ３　２１１　 ３５．９５　 ３７．５９　 ０．７３　 ４３６．２５

ＰＧＤＰ （万元） ３　２１１　 ４．１５　 ３．７１　 ０．２４　 ２９．１２

ＩＰ （％） ３　２１１　 ４８．９３　 １０．５０　 １４．８４　 ８５．９２

ＰＯ （百人／平方公里） ３　２１１　 ４．５０　 ３．７７　 ０．１０　 ３８．２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碳排放数据库、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五、机制检验与模型结果

（一）机制的非线性检验
ＰＳＴＲ模型运行首先要满足非线性的前提假设，即检验模型 （９）中的转换效应是否存在，若
不存在 （ω＝０），则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为单一线性关系，若存在 （ω≠０），则自变量和因变量之
间为至少存在两个机制的非线性关系。因此，设立模型非线性检验的原假设 Ｈ０：ω＝０，备择假设

Ｈ１：ω≠０，并分别在转换函数的门限参数数量ｍ 为１和２的识别机制下，对ＰＳＴＲ模型进行

Ｗａｌｄ、Ｆｉｓｈｅｒ和ＬＲＴ检验。另外，在ω≠０的备择假设下模型存在非线性机制，不满足三个检验
的经典假设，在检验过程中存在参数识别问题无法解决，影响检验结果的真实性。鉴于此，在非线
性检验过程中构造辅助函数来替换原转换函数，辅助函数选用转换函数在ω＝０处的泰勒展开式，
具体形式为：

Ｇｉｔ＝αｉ＋β
＊′
０ Ｔｉｔ＋β

＊′
１ ＴｉｔＱ

１
ｉｔ＋β

＊′
２ ＴｉｔＱ

２
ｉｔ＋…＋β

＊′
ｍＴｉｔＱ

ｍ
ｉｔ＋ε＊ｉｔ （１２）

ε＊ｉｔ＝εｉｔ＋Ｒｍ （Ｑｉｔ；ω，π） （１３）

其中，（β
＊
０ ，β

＊
１ ，β

＊
２ ，… ，β

＊
ｍ）′为转换函数Ｇ 的系数矩阵，Ｒｍ 是泰勒展开式的余项。非线性

检验结果显示，模型在ｍ＝１和ｍ＝２的识别机制下，Ｗａｌｄ、Ｆｉｓｈｅｒ和ＬＲＴ检验值足够大，且Ｐ
值均为０，模型能够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线性原假设，说明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人口
密度与ＣＯ２ 排放之间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满足ＰＳＴＲ的基本条件，关系识别存在较强合理性。

（二）模型的剩余机制检验———转换函数个数ｎ
非线性检验结果表明ＰＳＴＲ模型至少存在两个机制，但转换函数的个数ｎ以及门限参数的数量

ｍ需要进一步确定。首先确定转换函数的个数ｎ，依然采用 Ｗａｌｄ、Ｆｉｓｈｅｒ和ＬＲＴ三个检验，从

ｎ＝１开始依次进行检验，直到检验结果接受原假设为止，设定原假设 Ｈ１０：ｎ＝１，备择假设 Ｈ１１：

ｎ＝２，然后检验两个模型参数是否拒绝原假设，如果拒绝则进一步设定原假设Ｈ２０：ｎ＝２，备择假
设Ｈ２１：ｎ＝３，直到三个检验均接受原假设为止，此时的ｎ数量即为转换函数的最优数量。
如表２所示，ＰＳＴＲ模型在ｍ＝１和ｍ＝２的识别机制下均无法通过 Ｗａｌｄ、Ｆｉｓｈｅｒ和ＬＲＴ三个检

验，不能拒绝ｎ＝１的原假设，由此可以确定转换函数Ｇ的数量为１，模型至少存在两个转换机制。
（三）模型剩余机制的进一步检验———位置参数个数ｍ
进一步对转换函数Ｇ中的位置参数个数ｍ 进行检验，从而确定ｍ 的具体数量，ｍ 通过ＰＳＴＲ

模型的ＡＩＣ （赤池信息）准则和ＢＩＣ （贝叶斯信息）准则来确定，采用纵向比较法，将三组假设检
验 （Ｈ１０：ｍ＝１和Ｈ１１：ｍ＝２；Ｈ２０：ｍ＝２和 Ｈ２１：ｍ＝３；Ｈ３０：ｍ＝３和 Ｈ３１：ｍ＝４）下的ＡＩＣ
和ＢＩＣ值进行纵向比较。结果显示，ＰＳＴＲ模型在ｎ＝１的情况下，当ｍ取１时，ＡＩＣ和ＢＩＣ值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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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小于ｍ取２和３的情况，因此可以确定模型的最佳机制组合为１个转换函数和１个位置参数，
即ｎ＝１，ｍ＝１。综上所述，非线性和剩余机制的系列检验最终确定模型 （９）存在一个转换函数和
两个机制的非线性特征。

表２　剩余机制检验

假设 检验工具
ｍ＝１　 ｍ＝２

Ｖａｌｕｅ　 Ｐ　 Ｖａｌｕｅ　 Ｐ

Ｗａｌｄ　 ４．１３７　 ０．６８１　 １．８４９　 ０．７０７
Ｈ１０：ｎ＝１

Ｆｉｓｈｅｒ　 ２．１９４　 ０．８７０　 ２．７５０　 ０．５１１
Ｈ１１：ｎ＝２

ＬＲＴ　 ３．１４５　 ０．６７５　 １．８９９　 ０．６４８

（四）ＰＳＴＲ结果
由于分段转移机制的存在，使ｃ和ω依然存在参数识别问题，因此，位置参数ｃ和转换速度ω

的确定采用网络格点法，分别对不同ｃ和ω的组合进行检验，以寻找与ＰＳＴＲ模型变化趋势一致的
最优组合，并采用去组内均值的方法确定转换函数Ｇ的最终形式，并求出不同机制下的拟合参数。
结果如表３所示。

表３　ＰＳＴＲ模型的基准结果

变量
一机制 二机制

系数 Ｖａｌｕｅ　 Ｔ　 Ｐ 系数 Ｖａｌｕｅ　 Ｔ　 Ｐ

ＰＧＤＰ β０１ ４．４４２＊＊＊ １７．８４９　 ０．０００ β１１ －１．９５４＊＊＊ －５．８７４　０．００２

ＩＰ β０２ ９．６９１＊＊＊ ４．９２５　 ０．００３ β１２ ３８．４５１＊＊ ２．２２４　０．０３４

ＰＯ β０３ ０．７０４＊＊ ２．８９３　 ０．０４９ β１３ －０．９７０＊＊ －２．４４７　０．０１７

ｃ ５．９６２

ω １１．９６２

表３的结果表明，ＰＧＤＰ、ＩＰ和ＰＯ 三个解释变量与城市ＣＯ２ 排放之间呈现显著的两机制非
线性关系，两机制结果的显著性水平均能达到５％及以上，且以人均ＧＤＰ等于５．９６２万元为拐点，
两机制之间以１１．９６２的速度实现了快速平滑转换。一机制为不含转换效应的线性机制，此时人均

ＧＤＰ的取值区间为 ［０．２４０，５．９６２］，转换函数Ｇ＝０，ＰＧＤＰ 的影响系数为４．４４２，表明人均
ＧＤＰ每增加１单位，ＣＯ２ 排放量会增长４．４４２单位，ＩＰ和ＰＯ 两个变量的线性影响系数也分别达
到９．６９１和０．７０４，说明人均ＧＤＰ和产业结构是影响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主要因素。二机制增加了转
换函数的转换效应，此时人均ＧＤＰ的取值区间为 ［５．９６２，２９．１２４］，转换函数Ｇ＝１，当转换变量
超过临界值时，人均ＧＤＰ对城市ＣＯ２ 的影响系数从４．４４２下降了１．９５４，此时随着经济发展，ＣＯ２
的排放量开始越过峰值呈现递减趋势。二机制下产业结构的影响系数进一步扩大了３８．４５１，而常
住人口密度对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在这一阶段也呈现下降趋势。综合ＰＳＴＲ的两阶段机制结果来看，
人均ＧＤＰ对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型关系，两阶段非线性机制的拐
点即为碳峰值点，这与ＥＫＣ曲线的关系描述一致。

六、城市异质性分析

（一）城市聚类分析
Ｋ－ｍｅａｎｓ分析法是一种迭代求解的综合聚类分析算法，具有数据迭代、自动识别和强关系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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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特征，能够将样本数据按照一定属性关联度进行聚类划分［２７］，很好地满足了本文对中国不同
城市类别的精准分类。在聚类分析过程中，以产业发展阶段作为数据簇类划分的指标依据，以相对
成熟的欧几里得距离函数来描述数据之间的相似度，通过以产业发展为基准数据的依次迭代分类，
最终达到标准函数最优或迭代次数最大为止，函数表达式为：

Ｆ（Ｃｊ，Ｘ）＝ｍｉｎ∑
Ｋ

ｊ＝１
∑
Ｘ∈Ｒ

ｎ

ｊ

Ｄｉｓ（Ｃｊ，Ｘ）２ （１４）

式中，（Ｘ１，Ｘ２，…，Ｘｎ）Ｔ 表述无标签的样本数据矩阵，Ｘ∈Ｒｎｊ 表示数据的ｎ维向量，Ｋ 为
数据簇数量，Ｃｊ为第ｊ个数据簇的中心点，Ｄｉｓ （Ｃｊ，Ｘ）表示Ｘ 到中心Ｃ 的距离，距离越近，数
据和中心质点的相似度越高。
另外，本文在对中国２４７个代表性城市按照产业发展阶段进行分类时，还汲取了ＧＤＰ占比分

类法的优势［２８］，并应用到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分析中。首先，以中国２４７个城市的部门工业总产出数据
为依托，将工业生产部门分为能源行业、重工业、轻工业和高科技工业四类［２９］，分别计算各城市
四类工业部门的产出占比；然后，按照四类工业占比对２４７个城市分别进行排序，由此获得每个城
市在不同工业类别中的排名；接着将城市的具体排名转化为百分位，由此得到各城市的工业结构指
标，并根据各城市不同工业类别的数值进行聚类区分；最后，从高新技术工业类别的城市群当中，

提取服务业占ＧＤＰ比重大于５０％的城市，并划分为服务业主导型城市群。
最终，通过Ｋ－ｍｅａｎｓ聚类分析将２４７个城市划分为五个数据簇群，其中以大庆和鄂尔多斯等为代

表的能源型城市３２个，以马鞍山和包头为代表的重工业型城市８１个，以汕头和绍兴为代表的轻工业
型城市６８个，以宁波和扬州为代表的技术型城市３７个，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服务型城市２９个。

（二）城市异质性模型的机制检验
首先，对五个城市异质性模型分别在门限参数数量ｍ为１和２的识别机制下进行非线性检验，

结果显示，五个模型在ｍ＝１和ｍ＝２的识别机制下，Ｐ值均等于或接近０，Ｗａｌｄ、Ｆｉｓｈｅｒ和ＬＲＴ
检验值足够大，模型能够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线性原假设，说明五类子样本城市群的经济发
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常住人口密度与ＣＯ２ 排放之间存在显著非线性关系，满足ＰＳＴＲ的基本条件。
其次，继续采用 Ｗａｌｄ、Ｆｉｓｈｅｒ和ＬＲＴ三个检验，分别设定原假设Ｈ１０：ｎ＝１，备择假设Ｈ１１：ｎ＝
２，然后检验两个模型参数是否拒绝原假设，如果拒绝则进一步设定原假设Ｈ２０：ｎ＝２，备择假设

Ｈ２１：ｎ＝３，然后再次进行检验，直到三个检验均接受原假设为止，此时的ｎ数量即为模型转换函
数的最优数量 （如表４所示）。
由表４的剩余机制检验结果可知，技术型和服务型城市在ｍ＝１和ｍ＝２的识别机制下均无法

通过检验，不能拒绝ｎ＝１的原假设，由此可以确定这两类模型转换函数Ｇ的数量为１，模型至少
存在两个转换机制。能源型、重工业型和轻工业型城市在三个检验下均显著拒绝ｎ＝１的原假设，
三类城市同时接受ｎ＝２的原假设，由此可以确定这三类城市模型转换函数Ｇ的数量为２，模型至
少存在三个转换机制。进一步，通过ＰＳＴＲ模型的ＡＩＣ准则和ＢＩＣ准则来确定位置参数的数量ｍ，
检验结果显示，能源型、重工业型和轻工业型三类城市在ｍ＝１时的ＡＩＣ和ＢＩＣ值明显小于ｍ＝２
和ｍ＝３的情况，因此可以确定这三类城市群的每个转换函数Ｇ中只存在一个位置参数ｃ，技术型
和服务型城市的ＡＩＣ和ＢＩＣ值在ｍ＝２的情况下达到最小，因此这两类城市的转换函数Ｇ中存在
两个不同的位置参数ｃ１ 和ｃ２。
综合以上对五类不同城市群的非线性机制检验结果，可以确定不同城市群的异质性机制数量，

即能源型、重工业型和轻工业型城市为ｍ＝１，ｎ＝２，技术型和服务型城市为ｍ＝２，ｎ＝１，说明在
不同转换函数和位置参数下，五类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均呈现三机制的非线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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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城市异质性ＰＳＴＲ模型的剩余机制检验 （转换函数个数ｎ）

城市类型 检验工具

Ｈ１０：ｎ＝１；Ｈ１１：ｎ＝２　 Ｈ２０：ｎ＝２；Ｈ２１：ｎ＝３
ｍ＝１　 ｍ＝２　 ｍ＝１　 ｍ＝２

Ｖａｌｕｅ　 Ｐ　 Ｖａｌｕｅ　 Ｐ　 Ｖａｌｕｅ　 Ｐ　 Ｖａｌｕｅ　 Ｐ
能源型 Ｗａｌｄ　 ５１．３２８＊＊＊ ０．０００　 １７．８４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５　 ０．９６８　 １８．２９５＊ ０．０６０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７．５９４＊＊＊ ０．０００　 ２．７５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７６　 ０．９７３　 ２．８１６　 ０．１０１
ＬＲＴ　 ５４．７８２＊＊＊ ０．０００　 １７．８９９＊＊＊ ０．０００　 ０．２５６　 ０．９６８　 １８．３４８　 ０．１５０

重工业型 Ｗａｌｄ　 ３７．８６８＊＊＊ ０．０００　 ５７．４５１＊＊＊ ０．０００　 ９．２２０　 ０．２７０　 ９．２２３　 ０．２７８
Ｆｉｓｈｅｒ　 １１．９７４＊＊＊ ０．０００　 ９．２３３＊＊＊ ０．０００　 ２．８２７＊ ０．０５８　 ６．１７１　 ０．２４６
ＬＲＴ　 ３８．５６６＊＊＊ ０．０００　 ５９．０７８＊＊＊ ０．０００　 ９．２６０　 ０．２６３　 ９．９７２　 ０．１６７

轻工业型 Ｗａｌｄ　 ２８．５５９＊＊＊ ０．０００　 ４１．０１０＊＊＊ ０．０００　 ７．８８４　 ０．１９３　 ８．８０６　 ０．２５４
Ｆｉｓｈｅｒ　 ８．９８１＊＊＊ ０．０００　 ６．５１９＊＊＊ ０．０００　 ５．５３４　 ０．５０３　 ６．１３０　 ０．２１５
ＬＲＴ　 ２９．０３０＊＊＊ ０．０００　 ４１．９９１＊＊＊ ０．０００　 ８．０６７　 ０．８４３　 ９．６８４　 ０．７７６

技术型 Ｗａｌｄ　 ２．８４２　 ０．４１７　 １．９６９　 ０．９２３
Ｆｉｓｈｅｒ　 ０．８５６　 ０．４６４　 ０．２９４　 ０．９４０
ＬＲＴ　 ２．８５０　 ０．４１５　 １．９７３　 ０．９２２

服务型 Ｗａｌｄ　 ７．１５３　 ０．４１８　 ４．８６５　 ０．１１５
Ｆｉｓｈｅｒ　 ９．２８５　 ０．６９３　 ６．９９６　 ０．４０７
ＬＲＴ　 ５．９３７　 ０．３３６　 ４．３７８　 ０．４６２

（三）城市异质性的ＰＳＴＲ结果
能源型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在人均ＧＤＰ为５．８３９万元和１２．３９１万元处实现了两次平滑转换，两

次转换的速度分别为１．７０７和０．３２２，以两个位置参数为拐点，能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对ＣＯ２ 排放的
影响主要存在三个不同的作用机制，该类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呈现前两阶段上升、第三阶段下降的明
显倒 “Ｕ”型特征，在人均ＧＤＰ为１２．３９１万元左右时达到碳排放峰值点。一机制为初始线性阶
段，当人均ＧＤＰ介于０．３２万元和５．８３９万元之间时，两个转换函数Ｇ１ 和Ｇ２ 的取值均为０，此时
经济发展水平对ＣＯ２ 排放产生了显著影响，影响系数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１３．８０９，工业结构
对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系数也达到２２．３０５；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当人均ＧＤＰ 介于５．８３９万元和
１２．３９１万元之间时，转换函数Ｇ１ 取值为１，人均ＧＤＰ对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开始出现转换趋势，从
１３．８０９减缓为１０．４９６，工业结构对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也下降为１５．５５３，但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结构
对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二机制相对于一机制来说仍然处于ＥＫＣ曲线的拐点前端；当人
均ＧＤＰ超过１２．３９１万元时，在两个转换函数Ｇ１ 和Ｇ２ 的共同作用下，能源型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超
过峰值点，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结构的影响系数变为－１５．１２９和－２７．１５９，
此时的经济发展状态已经达到ＥＫＣ曲线的拐点后端 （如表５所示）。综合来看，工业结构决定了能
源型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路径，该类城市要实现碳达峰目标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常住人口密度对
能源型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并不显著，产业结构调整是能源型城市发展的必经之路。
重工业型城市经济发展与ＣＯ２ 排放之间的关系趋势与能源型比较相似，ＣＯ２ 的排放路径呈现

出前两阶段上升、第三阶段下降的三阶段倒 “Ｕ”型特征，两个人均ＧＤＰ拐点分别为６．３４０万元
和２１．４０４万元，转换速度分别为５．０５７和０．０７，说明重工业城市在一个相对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
上达到碳峰值点。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结构仍然是影响重工业型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主要因素，人均
ＧＤＰ在三个不同作用机制下显著性水平均能达到１％，影响系数分别为３０．８０３、０．６９２和
－３４．７６６，从作用度上领先于其他各类城市，工业结构对ＣＯ２ 的影响也分别为２６．２０２、７．３７和
－４９．２８７，影响度同样位列各城市类型中的第一位，常住人口密度的影响相对于能源型城市有了一
定程度上升，但显著性总体不强 （如表５所示）。综合来看，重工业型城市虽然在ＣＯ２ 排放总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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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低于能源型城市，但是高污染、高排放的重工业结构对该类城市的持续碳排放产生了显著性影
响，如何将固化的产业结构进行改造和升级成为重工业型城市的主要问题，要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
目标任重而道远。

表５　城市异质性的ＰＳＴＲ结果

机制 变量 系数
能源型 重工业型 轻工业型 技术型 服务型

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Ｖａｌｕｅ
一机制 ＰＧＤＰ β０１ １３．８０９＊＊＊ ３０．８０３＊＊＊ ５．３８６＊＊ ６．６２６＊＊＊ ６．２４６＊＊＊

（１．７７１） （１０．７３１） （３．２８７） （１．５８４） （１．９０４）

ＩＰ β０２ ２２．３０５＊＊ ２６．２０２＊＊＊ ２２．３０９＊ ２３．７５８＊＊ ６．２４１＊＊

（２．８３６） （６．６１２） （７．６９５） （１３．９４６） （１．９１９）

ＰＯ β０３ －８．００６＊ ４．６９９＊ １．２５６＊＊＊ ３．５６４＊＊ ７．６５２＊＊＊

（２．７６４） （７．５８７） （０．９８５） （１．０３３） （３．８３９）

二机制 ＰＧＤＰ β０１ １０．４９６＊＊＊ ０．６９２＊＊＊ －０．８２３＊＊ －０．４０２＊＊＊ －３．７２１＊＊＊

（３．１６８） （０．４７２） （０．２８７） （１．２５８） （１．４９６）

ＩＰ β０２ １５．５５３＊＊ ７．３７０＊＊ －１４．９５６＊＊＊ －１４．７９２＊＊ ０．０６０＊＊

（６．０３８） （６．０９３） （１．４５５） （４．７４８） （０．００５）

ＰＯ β０３ －６．５４５　 １．２５９＊＊ ７．０５９＊＊ ６．４２６＊ ０．０１５＊＊

（１．２８３） （０．８０２） （１．０８９） （１．１７９） （０．０１０）

ｃ１ ５．８３９　 ６．３４０　 ４．８９２　 ５．４２１　 ６．１４６
ω１ １．７０７　 ５．０５７　 ７．１２１　 １．２３２　 ０．３９３

三机制 ＰＧＤＰ β０１ －１５．１２９＊＊＊ －３４．７６６＊＊＊ －２．３３０＊＊ －５．２９３＊＊＊ －０．１１５＊＊＊

（３．４４１） （１０．７２６） （０．４２８） （１．８０５） （０．０１６）

ＩＰ β０２ －２７．１５９＊＊ －４９．２８７＊＊ －１８．５８１＊＊ ２２．９８７＊＊ －０．０９１＊＊

（７．８２２） （１４．６２５） （６．１４５） （３．１７９） （０．０１２）

ＰＯ β０３ １２．５１２＊ －４．４８３ －１１．３４８＊＊ －４．９３３＊ －６．８４６＊＊

（２．７１８） （２．６３２） （４．１１７） （１．７７９） （５．２７１）

ｃ２ １２．３９１　 ２１．４０４　 ９．０１３　 ８．９２３　 １１．５１８
ω２ ０．３２２　 ０．０７０　 ０．５１３

轻工业型城市虽然ＣＯ２ 的排放路径也呈现明显的倒 “Ｕ”型趋势，但碳峰值出现在第一个拐
点，即人均ＧＤＰ为４．８９２万元时，之后出现了先缓后急的两阶段下降趋势，另一个拐点为９．０１３
万元，两个转换函数的转换速度分别为７．１２１和０．５１３，说明轻工业城市在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上
实现了碳达峰目标。当人均ＧＤＰ水平处于０．２４万元和４．８９２万元之间时，经济发展水平、工业结
构和常住人口密度对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均显著为正，系数值分别为５．３８６、２２．３０９和１．２５６，常住人
口密度的显著性相对于前两类城市有了较大增强；当人均ＧＤＰ水平处于４．８９２万元和９．０１３万元
之间时，人均ＧＤＰ和工业结构对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转为负向，常住人口密度的影响度进一步上升到

７．０５９；在第三机制下，即人均ＧＤＰ超过第二个拐点之后，各解释变量的影响度均为负向 （如表５
所示）。综合来看，轻工业城市相对于能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较早实现了碳达峰目标，但这一目标
是在一种低经济发展水平下实现的，且日益增加的常住人口密度将从生活领域逐渐对轻工业城市的
碳排放产生影响，因此，在正确处理ＣＯ２ 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同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成为轻工业城市的发展重心。

技术型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以１．２３２的速度在人均ＧＤＰ为５．４２１万元和８．９２３万元两个拐点实现
了不同机制之间的转化，在人均ＧＤＰ 达到５．４２１万元之后，经济发展与ＣＯ２ 排放的关系达到了

ＥＫＣ曲线的下降部分。在一机制和三机制中，转换函数Ｇ取值为１，人均ＧＤＰ的影响系数分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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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的显著性水平下达到６．６２６和－５．２９３，工业结构的影响度也达到２３．７５８和２２．９８７，当模型处
于中间机制时，转换函数Ｇ取值为０，两个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水平也达到５％，说明人均ＧＤＰ和
工业结构对技术型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依然稳健；与此同时，随着人口在技术型城市的集聚，常
住人口密度对ＣＯ２ 的影响度正在逐步上升，三个机制的影响系数分别为３．５６４、６．４２６和－４．９３３
（如表５所示）。综合来看，在技术型城市发展中，虽然生产性碳排放仍然是ＣＯ２ 的主要来源，但
生活领域的碳排放也逐渐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在维持稳健ＣＯ２ 排放水平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生
产和生活的平衡是技术型城市的发展目标。
服务型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趋势与技术型城市类似，但碳峰值点的人均ＧＤＰ水平更高，不同机制

之间的转换速度相对缓慢，以人均ＧＤＰ６．１４６万元和１１．５１８万元为阈值，以０．３９３为转换速度，
服务型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呈现一机制上升、二和三机制逐渐下降的三机制倒 “Ｕ”型特征。当人均
ＧＤＰ处于０．９０８万元和６．１４６万元之间时，人均ＧＤＰ、工业结构和常住人口密度对ＣＯ２ 的排放均
有显著性影响，影响度分别达到６．２４６、６．２４１和７．６５２，常住人口密度的影响大于其他各类城市，
成为影响碳排放的重要指标；当人均ＧＤＰ处于６．１４６万元和１１．５１８万元之间时，转换函数Ｇ的取
值为０，转换效应在二机制中不发生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度变为－３．７２１；在第三机制中，
转换效应继续发挥作用，当人均ＧＤＰ超过１１．５１８万元时，三个解释变量的影响度转变为－０．１１５、

－０．０９１和－６．８４６，常住人口密度成为三机制中的主导变量 （如表５所示）。由此可见，服务型城
市在一个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实现碳达峰目标，受到常住人口密度所带来的生活碳排放的影响，

ＣＯ２ 的峰值水平也相对较高，在实现经济高水平、低碳发展的基础上，降低生活中的碳排放成为服
务型城市下一步的发展重心。

图１　五类城市的人均ＧＤＰ （万元）与ＣＯ２ （百万吨）非线性趋势的异质性比较

综合五类城市的ＣＯ２ 排放路径来看 （如图１所示），均符合ＥＫＣ曲线的倒 “Ｕ”型特征，但受

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和常住人口密度的影响，不同类型城市碳达峰目标的实现路径差异性非常

明显。首先，能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碳达峰点的ＣＯ２ 数值相对较高，是中国ＣＯ２ 的主要来源，且

受工业结构的制约，这两类城市需要在经历两阶段ＣＯ２ 排放不断增长的趋势之后，才能实现碳达

峰目标；其次，轻工业型、技术型和服务型三类城市的碳峰值点明显优于全国的平均碳峰值水平，

且三类城市均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末期实现了碳达峰目标，之后两阶段ＣＯ２ 排放开始呈现递减

趋势，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生活领域逐渐成为三类城市中ＣＯ２ 不可忽视的来源；最后，

技术型城市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发展和ＣＯ２ 排放之间的关系，轻工业型城市在维持ＣＯ２ 较低水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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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人口的大量积聚使服务型城市保持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面
临较为严峻的生活领域碳排放问题。

七、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通过文章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研究结论：

１．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规模和变化轨迹。人均ＧＤＰ对中国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
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 “Ｕ”型特征，曲线的拐点即为碳峰值点，碳峰值点之前，人均ＧＤＰ
与ＣＯ２ 排放呈现明显的正向关系，碳峰值点之后，ＣＯ２ 的排放量开始越过峰值呈现递减趋势。

２．产业结构和常住人口密度也是影响中国各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主要因素。产业结构对城市ＣＯ２
排放的影响在倒 “Ｕ”型曲线的拐点前后均较为显著，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也是ＣＯ２ 排放轨迹转移
的重要驱动力；常住人口的集聚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正从生活领域对ＣＯ２ 排放产生影响。

３．受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中国不同类型城市的碳达峰路径存在明显异质性。能源型和重工
业型城市碳达峰点的ＣＯ２ 数值相对较高，是中国ＣＯ２ 的主要来源，且受工业结构制约，这两类城
市需要在经历两阶段ＣＯ２ 排放不断增长的趋势之后，才能实现碳达峰目标；轻工业型、技术型和
服务型三类城市的碳峰值点明显优于全国的平均碳峰值水平，且三类城市均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
末期实现了碳达峰目标，之后两阶段ＣＯ２ 排放开始呈现递减趋势，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
升，生活领域逐渐成为三类城市中ＣＯ２ 不可忽视的来源；技术型城市较好地协调了经济增长和

ＣＯ２ 排放之间的关系，轻工业型城市在维持ＣＯ２ 较低水平的同时经济发展水平也相对滞后，人口
的大量集聚使服务型城市保持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面临较为严峻的生活领域碳排放问题。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文章针对中国城市 “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给出政策启示：

１．各城市应当因地制宜，分梯次有序实现碳达峰目标。在碳达峰目标的实现过程中，不能一
刀切，需要针对各城市的具体经济发展水平和ＣＯ２ 排放情况，结合本地区资源环境禀赋、产业布
局、发展阶段等因素，科学合理制定差异化的碳达峰时间表，并采取适当的整合力度和有针对性的
实现路径，坚持分类施策、因地制宜、上下联动、梯次有序推进碳达峰。

２．国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需要各城市准确定位、协同推进。不同城市群应根据自身技术、经
济和社会发展情况找准在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既要追求效率也要兼顾公平，各城市
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在区域统筹协调下坚持全国一盘棋，共同实现碳中和目标。

３．碳排放情况比较乐观的发达地区要巩固碳减排成果，在率先实现碳达峰的基础上进一步降
低碳排放。技术型和服务型城市在 “双碳”目标的实现中需要扮演主导者的角色，这两类城市是碳
补偿过程中的 “补偿主体”，在控制生活领域ＣＯ２ 排放的基础上率先实现碳达峰目标，同时还要为
其他城市群提供ＣＯ２ 减排领域的技术支撑，碳中和领域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手段的研究和开发是
技术型和服务型城市的重点发展目标。

４．产业结构较轻、能源结构较优的轻工业型地区要坚持绿色低碳发展，力争率先实现碳达峰。
以汕头和绍兴为代表的轻工业型城市，要在保持ＣＯ２ 低水平排放的同时，通过与技术型和服务型
城市的产业合作和交流，寻找绿色经济的新增长点，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加快发展
循环经济，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和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扩大绿色产品供给和消费，倡导低碳生活
方式。

５．产业结构偏重、资源主导型的中西部地区要把节能降碳摆在突出位置，大力优化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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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源结构。工业结构决定了能源型和重工业型城市的碳达峰目标任重道远，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
级迫在眉睫，这两类城市是碳补偿过程中的 “受偿主体”，主要任务是通过技术型和服务型城市在
技术、资金方面的支持，尽快完成对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转型和升级，同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
发展新能源和绿色环保产业，逐步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力争与全国同步实现碳达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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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Ｎａｒａｙａｎ，Ｐ．Ｋ．，Ｂ．Ｓａｂｏｏｒｉ，Ａ．Ｓｏｌｅｙｍａｎ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２０１６，５３．
［２４］Ｌｉｕ，Ｚ．，Ｄ．Ｇｕａｎ，Ｗ．Ｗｅｉ，ｅｔ　ａｌ．Ｒｅｄｕｃｅ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ｆｏｓｓｉｌ　ｆｕｅｌ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Ｎａｔｕｒｅ，２０１５（７５６５）．
［２５］彭水军，包群．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的实证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０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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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邵帅，李欣，曹建华，等．中国雾霾污染治理的经济政策选择———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Ｊ］．经济研究，

２０１６（９）．
［２７］倪鹏飞，刘高军，宋璇涛．中国城市竞争力聚类分析［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３（７）．
［２８］Ｒａｍａｓｗａｍｉ，Ａ．，Ｄ．Ｊｉａｎｇ，Ｋ．Ｔｏｎｇ，ｅｔ　ａｌ．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ｓｃａ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ｅｒｇｙ　ｆｌｏｗ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
［２９］Ｓｈａｎ，Ｙ．，Ｄ．Ｇｕａｎ，Ｋ．Ｈｕｂａｃｅｋ，ｅｔ　ａｌ．Ｃｉｔｙ－ｌｅｖｅ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２０１８（６）．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Ｓｙｎｅｒｇｙ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ＱＵ　Ｙｕｅ，ＱＩＮ　Ｘｉａｏ－ｙｕ，ＷＡＮＧ　Ｈｕｉ－ｑｉｎｇ，ＸＩＡ　Ｙｏｕ－ｆ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ｓ＇ｌｉｖ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ｔｈｅ　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ＣＯ２）ｈａ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ｍａｊ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ｆａｃｉｎｇ　ｈｕｍａｎ　ｂｅ－
ｉｎｇ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Ｕｒｂａｎ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ＣＥＡＤｓ），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ｅｘｐｌｏｒｅｓ　ｔｈｅ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２４７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ＥＫＣ　ｃｕｒｖｅ．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ＧＤＰ　ｏ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ａｓｙｍｍｅｔｒｉｃａｌ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Ｕ”ｓｈａｐｅ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ｆｉｒｓｔ
ｕｐ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ｄｏｗｎ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ＥＫＣ　ｃｕｒｖｅ　ｉｓ　ｓｌｏｗ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ｒｅａｃｈｅｓ　ｔｈｅ
ｐｅａｋ．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ｉｔ　ｉ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１）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ｓｅ　ｔｗｏ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ｎｅｅｄ　ｔｏ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２）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ｌｌ　ｒｅａｃｈ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ｔａｇ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ｔａｇｅｓ　ｂｅｇａｎ　ｔｏ　ｓｈｏｗ　ａ　ｄｅ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ａｓｅ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ＣＯ２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ｌｏｗ　ｃａｒｂｏｎ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ａｃｅ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ｌｉｆ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Ｃｈｉｎａ＇ｓ“ｄｕ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ｇｏａｌ，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ｓｙｎｅｒｇｉｓｔｉｃ　ｐａｔｈ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ｔｉｅｓ，ｇｉｖｅ　ｆｕｌｌ　ｐｌａｙ　ｔｏ　ｔｈ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ｅｎ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ｖ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ｉ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ｃａｒｂｏｎ　ｐｅａｋ；ｃａｒｂｏｎ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ｅｑｕｉｔｙ

（责任编辑　孙　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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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　越，等：中国 “碳中和”的城市协同路径研究———基于 “碳达峰”异质性的门限模型


